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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過去情緒勞務策略研究多採變項中心，甚少採個人中心，然有學者認為採個人中心分析能更貼近

真實狀況，並依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適應性提出實務建議，具較佳生態效度與實務價值，以補變

項中心研究不足。其次，學者主張與過去研究顯示個人中心分析可以質、量觀點分類與比較組型，

能更有意義、系統的了解不同組型之差異，有助進一步釐清組型差異的關鍵。故本研究採個人中

心分析，並以質（基於情緒勞務策略為多向度，有適應性與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品質的考量）、

量（基於情緒勞務策略理論、資源保存理論）觀點，抽取 970名台灣國中教師（男生 347人，女
生 623人）為樣本，採用情緒勞務策略、教師工作認同、教師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
量表，並進行集群分析、區別分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來探討教師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及其與組

織認同、角色認同、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1）情緒勞務策
略組型有高量、低量、高質、低質四種組型；（2）組織、角色認同能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3）
整體而言，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的差異顯示：高質組最適應性；

低質組最不適應性；低量、高量組適應性介於高質、低質組之間，支持「質」的觀點，即以質（重

視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品質）較量（重視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量）之觀點能解釋情緒勞務策略組型

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的適應情形。本研究首度採個人中心分析國內教師情緒勞務

策略組型及其與相關變項之關係，學術研究上，不僅突破過去變項中心分析的限制，並依結果提

供實務建議：教師需留意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品質，更勝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量，增加適應性情緒

勞務策略的同時，亦應減少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藉此提升工作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並降

低負向情緒、工作倦怠。其次，教育單位可透過課程，引導教師重視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品質，

及如何使用高品質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以適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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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勞務策略（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是在工作中致力於調整情緒以符合工作要求時使用
的策略（Hochschild, 1983），可包含表層展現（surface acting，偽裝、壓抑外在情緒展現，無調整
內在情緒感受）、深層展現（deep acting，調整內在情緒感受，使內在情緒感受與工作要求的外在
情緒展現一致）、真情流露（expression of naturally felt emotion，內在情緒感受真實展現至外在，
無加修飾）（Hochschild, 1983; Diefendorff et al., 2005）。其在工作歷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會影響其
工作滿意度（job satisfaction）、工作倦怠（job burnout）、創新行為（侯勝宗等人，2015；Tuxford 
& Bradley, 2015; Yin, 2015）。故過去研究（侯勝宗等人，2015；Yin, 2015; Yin et al., 2013; Raman et 
al., 2016）相當關注此議題，並多採「變項中心」（variable-centered）分析「單一情緒勞務策略變
項」與相關變項之關係，顯示表層展現與不適應性變項（如，工作倦怠）正相關，為不適應性情緒
勞務策略；真情流露、深層展現與適應性變項（如，工作滿意度、創新行為）正相關，為適應性情
緒勞務策略，即可知「單一情緒勞務策略變項」的適應性，但其結果難以應用於真實情境。因真實
情境中，工作者非僅使用單一而是多種情緒勞務策略來進行情緒勞務，工作者可能在某些場合使用
表層展現，某些情境使用深層展現（Cheung et al., 2018），且後設分析研究（Hülsheger & Schewe, 
2011）亦發現工作者可同時使用不同的情緒勞務策略。
情緒勞務策略的「個人中心」（person-centered）分析即是以不同情緒勞務策略變項區分成的「情

緒勞務策略組型」為單位，來探討不同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之適應性，不僅符合生態效度，了解真實
情境中情緒勞務策略組合的情形，補變項中心研究之不足；亦可了解不同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職場
適應性之優劣，並依此提供職涯輔導方針，具實務應用的價值（Cossette & Hess, 2015），如，發現
相較其他組型，高表層展現／低深層展現／低真情流露組型的工作倦怠最嚴重，則可建議與引導此
組型工作者調整其使用的情緒勞務策略，以緩解工作倦怠，凸顯出採個人中心分析情緒勞務策略組
型之必要。其次，有些學者（Gabriel et al., 2015）指出大多研究顯示為適應性的深層展現應與適應
性變項正相關，卻在少數研究中與適應性變項負相關、或關係不顯著的不一致現象，可能是未考慮
深層展現與表層展現同時使用的情形，即深層展現是較適應的，但如果搭配表層展現，其適應性可
能不能顯現，即個人中心的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分析可能釐清過去變項中心研究發現的不一致。然過
去情緒勞務策略的個人中心分析甚少，本研究即採個人中心探討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以補研究缺口。
再者，變項中心研究非常重視「變項」的質、量，如，單一向度組織認同變項而言，組織認同

越高，工作越適應；組織認同越低，工作越不適應，即以「量」的觀點來看組織認同「變項」之適
應性；如，多向度情緒勞務策略變項而言，其中的表層展現向度為不適應性；深層展現、真情流露
向度為適應性，即以「質」的觀點來看情緒勞務策略「變項」之適應性。不讓變項中心研究重視「變
項」的質、量專美於前，學者（張映芬，2018；Vansteenkiste et al., 2009; Wang & Hanges, 2011）提
出個人中心研究可透過以質、量觀點分類、比較組型來關切「組型」的質、量，凸顯有別於變項中
心研究著墨「變項」的質、量，個人中心研究著重「組型」的質、量，並有以下好處：以質、量觀
點分類組型（如，高質、高量、低質、低量組）能精簡組型的命名，反應組型特色，利於讀者閱讀
時的記憶與速度；更重要的是以質、量觀點比較組型（如，依重視組型量的觀點，即以組型的量最
能區辨出組型之適應，表示高量組、低量組會是最適應或最不適應組型，高質組、低質組的適應程
度介於高量組、低量組間；依重視組型質的觀點，即以組型的質最能區辨出組型之適應，表示高質
組、低質組會是最適應或最不適應組型，高量組、低量組的適應程度介於高質組、低質組間），能
更有意義、系統的了解不同組型之差異，有助進一步釐清組型差異的關鍵。然目前情緒勞務策略組
型研究甚少，更遑論以質、量觀點來分類與比較組型，僅 Gabriel等人（2015）提出情緒勞務策略
組型有質、量之分，但其研究仍未以質、量觀點分類與比較組型。最後，教師在工作中需高度人際
（如，學生、家長、學校行政人員）互動，需利用情緒營造教學情境，且受到文化期待、專業規範，
教師須表現得體，符合情緒勞動工作者特徵（江文慈，2009；Hochschild, 1983; Yin, 2015），且情
緒展現需隨不同人、事、物改變亦多，可能會同時使用不同情緒勞務策略。而且，教師是教育中重
要人力資源，情緒勞務除影響教師自身，亦會間接影響教育品質，即了解教師的情緒勞務有其重要
性。故本研究以質、量觀點分析教師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及其與相關前置、效果變項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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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緒勞務策略組型

過去甚少研究探討「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直至近期才開始有少數研究分析之，Gabriel等人
（2015）採潛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以表層展現、深層展現區分組型成非情緒勞務、
低表層展現／低深層展現、高表層展現／低深層展現、低表層展現／高深層展現、高表層展現／高
深層展現五組；Cheung與 Lun（2015）採潛在剖面分析，以表層展現、深層展現、真情流露區分組
型成高表層展現／高深層展現／高真情流露、高表層展現／高深層展現、高深層展現／高真情流露；
Cossette與 Hess（2015）採潛在剖面分析，以壓抑（類似表層展現）、重新評估（深層展現內涵）、
真情流露區分組型成高壓抑／高重新評估／高真情流露、高重新評估／高真情流露、壓抑、非情緒
勞務四組；Cheung等人（2018）採潛在剖面分析，以表層展現、深層展現、真情流露區分組型成
高深層展現／高真情流露、高表層展現／高深層展現、高表層展現／高深層展現／高真情流露三組；
Fouquereau等人（2019）以隱藏情緒、假裝情緒、深層展現區分組型成低表層展現／中深層展現、
中表層展現／高深層展現、高表層展現／高深層展現三組。
過去雖有上述少數研究採個人中心分析「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然相較情緒勞務策略變項中

心研究，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研究仍甚少，且至近期國外研究才陸續開始探究，需累積更多研究成
果，而國內研究似乎仍停留於情緒勞務策略變項中心分析，「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之個人中心研
究有待探討。其次，上述研究對於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前置、效果變項探討不多，過去變項中
心研究顯示組織認同（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Demir, 2015; Uzun, 2018）、角色認同（role 
identification）（侯勝宗等人，2015；Brotheridge & Lee, 2002）可能預測情緒勞務策略；情緒勞
務可能預測工作情緒（working emotions）（Lee et al., 2016）、工作滿意度（Yin, 2015; Yin et al., 
2013）、工作倦怠（Tuxford & Bradley, 2015; Raman et al., 2016），然「情緒勞務策略組型」與此些
變項之關係仍不得而知。最後，上述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研究非以質、量觀點分類（Wang & Hanges, 
2011）與比較（張映芬，2018；Vansteenkiste et al., 2009）組型，且對象大多非為教師，國內教師情
緒勞務策略組型可進一步探討。故本研究採個人中心，以不適應性（表層展現）與適應性（真情流
露、深層展現）情緒勞務策略作為區分國內教師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之指標，並以質、量觀點分類與
比較其組型與前置變項（組織、角色認同）、效果變項（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之關係。

（二）以質、量觀點分類情緒勞務策略組型

個人中心的組型研究中，組型可依受試者在區分組型指標上分數的高、低不同，有不同質、量
的組型，「量」分類上，若組型中受試者在所有區分組型指標上的分數皆高，為高量組；若組型中
受試者在所有區分組型指標上的分數皆低，為低量組；「質」分類上，若組型中受試者在區分組型
的適應性指標上的分數高、區分組型的不適應性指標上的分數低，為高質組；若組型中受試者在區
分組型的適應性指標上的分數低、區分組型的不適應性指標上的分數高，為低質組。即以「量」
觀點分類組型時，所有區分組型指標需皆高於平均或皆低於平均；以「質」觀點分類組型時，區
分組型指標可以有的高於平均，有的低於平均（Marsh et al., 2009; Vansteenkiste et al., 2009; Wang & 
Hanges, 2011）。
過去雖甚少研究以質、量觀點分類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但其他議題的組型研究中可見以質、量

觀點分類組型，如，Marsh等人（2009）以質、量觀點分類學業自我概念組型；Vansteenkiste等人
（2009）以質、量觀點分類自我決定動機組型，可分高量（高不適應性自我決定動機／高適應性自
我決定動機）、低量（低不適應性自我決定動機／低適應性自我決定動機）、高質（低不適應性自
我決定動機／高適應性自我決定動機）、低質（高不適應性自我決定動機／低適應性自我決定動機）
四組；張映芬（2018）以質、量觀點分類目標組型，可分高量（高不適應性目標／高適應性目標）、
低量（低不適應性目標／低適應性目標）、高質（低不適應性目標／高適應性目標）、低質（高不
適應性目標／低適應性目標）四組；以質、量觀點分類課室目標結構組型，亦可分高量（高不適應
性課室目標結構／高適應性課室目標結構）、低量（低不適應性課室目標結構／低適應性課室目標
結構）、高質（低不適應性課室目標結構／高適應性課室目標結構）、低質（高不適應性課室目標
結構／低適應性課室目標結構）四組。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研究中，Gabriel等人（2015）亦認為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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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策略組型有上述質、量差異之組型，雖其結果中的組型分類結果未以質、量觀點命名，但其區
分出的五種組型其實可以質、量觀點分類、命名：以「量」觀點分類的有三組：非情緒勞務組、低
表層展現／低深層展現組（低量組）、高表層展現／高深層展現（高量組）；以「質」觀點分類的
有二組：低表層展現／高深層展現（低質組）、高表層展現／低深層展現（高質組）。
據上述，本研究以質、量觀點分類情緒勞務策略組型，認為其可能分為不同質、量之四種組型：

不適應性（表層展現）情緒勞務策略與適應性（深層展現、真情流露）皆高的高量組（高表層展現
／高深層展現／高真情流露組）；不適應性與適應性情緒勞務策略皆低的低量組（低表層展現／低
深層展現／低真情流露組）；不適應性情緒勞務策略低、適應性情緒勞務策略高的高質組（低表層
展現／高深層展現／高真情流露組）；不適應性情緒勞務策略高、適應性情緒勞務策略低的低質組
（高表層展現／低深層展現／低真情流露組）。

（三）以質、量觀點比較情緒勞務策略組型

依情緒勞務策略理論（Diefendorff et al., 2005; Hochschild, 1983），表層展現是調整外在情緒展
現，內在情緒感受無調整，形成表裡不一之困境，可能造成心理的不適應；深層展現雖需耗費心理
資源調整情緒，但因是使內在情緒感受與外在情緒展現調整一致，會有較高的內、外情緒一致的真
實感；真情流露是無耗費心理資源調整情緒，直接將內在情緒感受展現，情緒勞務最小。研究上，
依前述大多研究顯示，表層展現與不適應性變項正相關，為不適應性；真情流露、深層展現與適應
性變項正相關，為適應性。即理論與許多研究可說明變項中心研究中「單一情緒勞務策略變項」之
適應情形，然難以直接從現有文獻中看到以個人中心研究焦點的「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之適應情形。
本研究從相關理論與過去研究來推論，並以質、量觀點比較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之適應情形。依

「量」的觀點，基於情緒勞務策略理論（Diefendorff et al., 2005; Hochschild, 1983）、資源保存理論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Hobfoll, 1989），情緒勞務策略是工作者耗費心力調整情緒以符
合工作要求時使用的策略，當情緒勞務策略使用的量越大，表示工作者耗費心力調整情緒的量越大，
導致內在資源喪失越多，越可能造成工作不適，即情緒勞務策略組型量越高，組型適應越低。高質
組的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高、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低；高量組的適應性、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
皆高，高質組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量小於高量組，故在適應性工作上，高質組 >（大於）高量組。
低質組的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低、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高；低量組的適應性、不適應性情緒勞務
策略皆低，低質組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量大於低量組，故在適應性工作上，低質組<（小於）低量組。
高質組的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高、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低；低質組的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低、不
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高，故未知二者組型的量差異，即未知二者組型之適應性差異，為檢視其差異，
以虛無假設方式，設定為高質組 =（無顯著差異）低質組。以下以此類推，在適應性工作上，高質
組 <低量組、低質組 >高量組、高量組 <低量組；在不適應性工作上，則反之。即依「量」的觀點，
低量組最適應性；高量組最不適應性；高質、低質組適應性介於低量、高量組之間。
依「質」的觀點，基於前述及情緒勞務策略為多向度的觀點，表層展現為不適應性（劣質）；

真情流露、深層展現為適應性（優質），故適應性真情流露、深層展現增加組型之適應；不適應性
表層展現減少組型之適應。高質組的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高、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低；高量組的
適應性、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皆高，高質組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質大於高量組，故在適應性工作
上，高質組 >高量組。低質組的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低、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高；低量組的適應
性、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皆低，低質組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質小於低量組，故在適應性工作上，
低質組 <低量組。高量組的適應性、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皆高；低量組的適應性、不適應性情緒
勞務策略皆低。高質組中高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增加組型之適應，高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減少組
型之適應；低質組中低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不會增加組型之適應，低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亦不會
減少組型之適應，故未知二者組型的質差異，即未知二者組型之適應性差異，為檢視其差異，以虛
無假設方式，設定為高量組 =低量組。以下以此類推，在適應性工作上，高質組 >低質組、高質組
>低量組、低質組 <高量組；在不適應性工作上，則反之。即依「質」的觀點，高質組最適應性；
低質組最不適應性；低量、高量組適應性介於高質、低質組之間。綜言之，上述高質組與高量組、
低質組與低量組比較的預測在質、量觀點相同，屬一致預測；其餘四組比較的預測在質、量觀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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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屬衝突預測。
過去雖似乎無研究以質、量觀點比較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但其他議題的組型研究中可見以質、

量觀點比較組型，如，Vansteenkiste等人（2009）以質、量觀點的比較自我決定動機組型，其結果
較支持「質」的觀點，即以質（重視自我決定動機組型品質）較量（重視自我決定動機組型的量）
之觀點能解釋自我決定動機組型的適應情形；Mouratidis與Michou（2011）、張映芬（2018）以質、
量觀點的比較目標組型、課室目標結構組型，其結果亦較支持「質」的觀點，即以質（重視目標、
課室目標結構組型品質）較量（重視目標、課室目標結構組型的量）之觀點能解釋目標組型、課室
目標結構組型的適應情形。上述 Vansteenkiste等人、Mouratidis與Michou、張映芬探討的組型皆與
動機相關，教師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亦攸關其動機（工作動機），故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適應情形亦
可能相似 Vansteenkiste等人、Mouratidis與Michou、張映芬支持「質」的觀點，即以質（重視情緒
勞務策略組型品質）較量（重視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量）之觀點能解釋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適應情
形。然過去似乎無實徵研究佐證，故本研究試圖探討以上述量的觀點（基於情緒勞務策略理論、資
源保存理論），或是以上述質的觀點（基於情緒勞務策略為多向度，有適應性與不適應性情緒勞務
策略品質的考量），何者較能解釋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倦怠、工作滿意度的適應情
形，並認為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倦怠、工作滿意度的適應情形可能較支持「質」的
觀點。

（四）組織、角色認同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之情形

組織認同是個人願意將組織成員的身分列入自我概念的一部份，並與組織產生關聯性（王豫萱、
胡昌亞，2013）。依社會認定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Ashforth & Mael, 1989），組織認同能
使個人願意將組織成員的身分列入自我概念，進而產生適應性工作行為；依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Blau, 1964），人會交換有價值的資源以維持人際互動，而個人的組織認同會
使其認為自己為組織付出是值得的，進而促發適應性行為。西方研究（Demir, 2015; Newman et al., 
2016; Uzun, 2018）聚焦於組織認同與工作行為之關係，並發現組織認同能預測工作行為。使用情緒
勞務策略亦為工作行為之一，故組織認同可能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
角色認同是個人對於所扮演角色之義務認同的程度（陳舜文、魏嘉瑩，2013）。許多本土學者

（許詩淇、黃囇莉，2009；黃光國，2004；顏綵思、黃光國，2011）基於東方文化對社會期許、文
化規範的重視，強調角色義務在中華文化中扮演引起個人行為的關鍵動機角色，認為角色認同為個
人行為背後的重要適應性動機。使用情緒勞務策略為工作行為之一，故個人對工作的角色認同應
攸關其使用的情緒勞務策略。Brotheridge與 Lee（2002）、林少龍與邵詩茹（2009）、侯勝宗等人
（2015）認為展現合宜的情緒勞務是個人表達對自我角色認同的機會，當個人角色認同高，會感到
更真實的自我，並服從組織對個人的要求，使用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進行情緒勞務；當個人角色
認同低，其會覺得目前扮演的角色不是自己，此角色跟自己內心疏遠，因而反抗組織規定，不願進
行情緒勞務，或使用不適應性策略進行情緒勞務，其研究亦發現角色認同負向預測表面展現；正向
預測深層展現。即角色認同與情緒勞務策略緊密相關，故角色認同可能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
據上述，組織認同、角色認同皆是適應性動機信念，皆能預測情緒勞動策略組型。相較東方文

化，西方研究著重組織認同，除了因組織認同研究的理論基礎－社會認定理論、社會交換理論皆萌
於西方，也可能由於西方社會講求個人主義，個人將自己利益置於組織目標前，與組織的關係較疏
離，故個人的組織認同為影響個人工作行為重要因素，而東方文化講求集體主義，個人將自己與組
織榮辱與共，與組織的關係較緊密，個人的組織認同皆高，變異不大，似乎影響力相對較小。相較
西方研究，東方文化著重角色認同，如，黃光國（2004）、顏綵思與黃光國（2011）發現學生角色
義務對其學習之重要；許詩淇與黃囇莉（2009）顯示父母角色義務對親子關係之重要，尤其中華文
化對教師有獨特的社會期許、文化規範，如，韓愈《師說》中「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的闡述；袁宏《後漢記．靈帝紀上》中「經師易遇，人師難遭」的觀點，皆說明中華文化對教師角
色義務之重視。
在台灣邁入國際化的歷程中，東、西方價值觀並存的現象是必越明顯（高旭繁，2013；

Brindley, 1990），對於台灣工作者而言，組織、角色認同應同時扮演重要的工作動機角色，而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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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東、西文化重視的元素亦將成為研究趨勢，然目前僅有少數研究（高旭繁，2013；陳怡昌、陳
玲英，2018；陳舜文、魏嘉瑩，2013）同時融入東、西文化重視的議題，故本研究同時以組織、角
色認同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並認為組織、角色認同能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

（五）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之差異

工作情緒是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的情緒（張映芬、程炳林，2017；Frenzel et al., 2009）。本
研究依張映芬與程炳林（2017）研究將其分為正向情緒（包含愉悅、希望、自豪）與負向情緒
（包含生氣、焦慮、羞愧、無望、無趣）。工作滿意度是個人對目前工作滿意的程度（Ho & Au, 
2006; Yin, 2015）。工作倦怠是個人長期受到過度工作需求，導致身體、心理資源耗盡（Maslach 
& Jackson, 1986）。本研究依 Maslach與 Jackson（1986）的三因子倦怠理論將其分為情緒耗竭
（emotional exhaustion）、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個人成就感低落（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情緒耗竭是情緒資源耗盡；去人性化是對人漠不關心與人疏離；個人成就感低
落是對工作表現感到不滿、沮喪、無助，產生低落自尊心、負面自我評價。
過去研究多採變項中心分析情緒勞務策略與工作情緒之關係，如，Lee等人（2016）顯示表層

展現正向預測負向情緒，負向預測正向情緒；深層展現正向預測正向情緒，負向預測負向情緒；過
去研究多採變項中心分析情緒勞務策略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如，Yin等人（2013）、Yin（2015）
發現真情流露正向預測工作滿意度；過去研究多採變項中心分析情緒勞務策略與工作倦怠之關係，
如，Tuxford與 Bradley（2015）、Ghanizadeh 與 Royaei（2015）顯示情緒勞務策略能預測工作倦怠；
Raman等人（2016）發現表層展現、深層展現分別正、負向預測工作倦怠。過去研究甚少採個人中
心分析「情緒勞務策略組型」，更遑論探討情緒勞務策略組型與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
之關係，故本研究依上述「以質、量觀點比較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論述來假定情緒勞務策略組型
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之差異，認為以質、量觀點比較情緒勞務策略組型會產生一致
預測、衝突預測（見表 1）。一致預測上，依量、質觀點，在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適應性）方面，
高質組（高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低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高量組（高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
高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低質組（低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高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低量
組（低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低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在負向情緒、工作倦怠（不適應性）方面，
則反之。衝突預測上，依量觀點，在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方面，高質組 =低質組、高質組 <低量
組、低質組 >高量組、高量組 <低量組，在負向情緒、工作倦怠方面，則反之；依質觀點，在正向
情緒、工作滿意度方面，高質組 >低質組、高質組 >低量組、低質組 <高量組、高量組 =低量組，
在負向情緒、工作倦怠方面，則反之。

表 1
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之質、量觀點比較

比較組別 量的觀點 質的觀點

一致預測

　高質組對高量組 高質組 > ／ < 高量組 高質組 > ／ < 高量組

　低質組對低量組 低質組 < ／ > 低量組 低質組 < ／ > 低量組

衝突預測

　高質組對低質組 高質組 = ／ = 低質組 高質組 > ／ < 低質組

　高質組對低量組 高質組 < ／ > 低量組 高質組 > ／ < 低量組

　低質組對高量組 低質組 > ／ < 高量組 低質組 < ／ > 高量組

　高量組對低量組 高量組 < ／ > 低量組 高量組 = ／ = 低量組

註： ／左邊為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的比較；／右邊為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負向情緒、工作倦怠
的比較；“　>　”為大於；“　<　”為小於；“　=　”為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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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研究之目的與假設

本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目的有三項：（一）探討教師的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二）分析教師
組織、角色認同對其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預測情形。（三）比較教師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其工作情
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上的差異。就研究目的一，本研究認為以表層展現、深層展現、真情流
露能區分出不同質、量的情緒勞務策略組型（H1）。在研究目的二上，本研究假設組織認、角色認
同能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H2）。針對研究目的三，本研究假設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
（H3）、工作滿意度上（H4）、工作倦怠（H5）有差異，如表 1所示，整體結果支持質的觀點（H6），
即以質（重視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品質）較量（重視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量）之觀點能解釋情緒勞務
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上、工作倦怠的適應情形。

圖 1 
研究架構

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隨機抽取台灣國中教師，抽取二批樣本。第一批樣本用以分析自編工具的信、效度，第
二批樣本用以考驗假設。第一批樣本人數上，依探索式因素分析原理，量表題數和樣本數的比例最
好達 1：5 以上（陳正昌等人，2011；Hair et al., 1998）。本研究考驗的測量工具為情緒勞務策略（12
題）、教師工作認同（16題）、工作滿意度（4題）、工作倦怠（9題）量表，預估樣本至少 80人。
故隨機抽取台灣北部、中部、南部各 5所學校，共 15所學校，共 325名樣本，其中男生 115人，
女生 210人。第二批樣本人數上，本研究隨機抽取台灣北部、中部、南部各 14所學校，共 42所學
校，在刪除填答不完整和答案呈明顯規則形態的受試者後，保留 970名樣本，其中男生 347人，女
生 623人。

（二）研究變項的測量

1. 情緒勞務策略

本研究以研究者自編的「情緒勞務策略量表」（12題）來測量教師的情緒勞務策略。此量表是
本研究依情緒勞務策略定義與參考李安明等人（2012）、Diefendorff等人（2005）量表自編而成。
此量表在項目分析上（N = 325），各題與刪除該題後分量表總分的相關係數介於 .56 ~ .85。因素分
析上（以主軸法抽取因素、最小斜交法進行斜交轉軸），可抽取三個因素，為表層展現（例，工作
中與他人不合，我忍耐以維持表面和諧，內心仍不悅）、深層展現（例，工作要求不合理時，我會
努力說服自己誠心去接受）、真情流露（例，我不太需調整工作情緒，能真情流露傳達內心感受）。
全量表題目在其所屬因素上轉軸後的組型負荷量絕對值介於 .45 ~ .92；共同性介於 .34 ~ .83；三個
因素可解釋全量表總變異量的 69.16%。信度分析上表層展現、深層展現、真情流露的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 .91、.84、.91。



教 育 心 理 學 報602

本研究以 970位教師進行此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χ2(51, N = 970) = 406.59，p < 
.05；RMSEA = .086、GFI = .93、AGFI = .90、NFI = .95、NNFI = .94、CFI = .95、IFI = .95；量表所
有測量指標的個別項目信度在 .32 ~ .84，平均為 .72；表層展現、深層展現、真情流露的組成信度依
序是 .91、.86、.91，平均變異抽取量為 .73、.61、.71。

2. 組織認同、角色認同

本研究以研究者自編的「教師工作認同量表」（16題）來測量教師的組織認同、角色認同。此
量表是本研究依組織認同定義與參考Mael與 Ashforth（1992）、Johnson等人（2012）量表；以及
依角色認同定義與參考 Chien與 Huang（2010）、陳舜文與魏嘉瑩（2013）研究自編而成。此量表
在項目分析上（N = 325），各題與刪除該題後分量表總分的相關係數介於 .55 ~ .94。因素分析上（以
主軸法抽取因素、最小斜交法進行斜交轉軸），可抽取四個因素，為情感性組織認同（例，我很驕
傲成為這學校的老師）、認知性組織認同（例，我認為自己是這學校的一員）、情感性角色認同（例，
我沒盡到老師的責任，我會感到慚愧）、認知性角色認同（例，我應盡力做好老師該做的工作）。
全量表題目在其所屬因素上轉軸後的組型負荷量絕對值介於 .48 ~ .99；共同性介於 .55 ~ .95；四個
因素可解釋全量表總變異量的 73.68%。信度分析上，情感性組織認同、認知性組織認同、情感性
角色認同、認知性角色認同的 α係數為 .93、.83、.84、.97。
本研究以 970位教師進行此量表的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χ2(99, N = 970) = 1037.63，

p < .05；RMSEA = .087、GFI = .92、AGFI = .88、NFI = .95、NNFI = .95、CFI = .96、IFI = .96；
量表所有測量指標的個別項目信度在 .49 ~ .90，平均為 .72；情感性組織認同、認知性組織認
同、情感性角色認同、認知性角色認同的組成信度依序是 .94、.83、.86、.95，平均變異抽取量為 
.79、.63、.61、.87。

3. 教師工作情緒

本研究修改張映芬與程炳林（2017）學生知覺的「教師工作情緒量表」為教師自評的量表，採
其中之愉悅、希望、自豪、生氣、焦慮、羞愧、無望、無趣分量表中各選取因素負荷量較大的 3題，
共 24題來測量教師工作情緒。依張映芬和程炳林的研究結果，此量表在項目分析上，各題與刪除
該題後分量表總分的相關係數介於 .79~ .96。因素分析（以主軸法抽取因素、以最優斜交法進行斜
交轉軸）上，可抽取八個因素，分別為愉悅、希望、自豪、生氣、焦慮、羞愧、無望、無趣，前三
個因素為正向情緒，後五個因素為負向情緒。愉悅、希望、自豪、生氣、焦慮、羞愧、無望、無趣
在其所屬因素上轉軸後的組型負荷量絕對值介於 .42∼ .99；共同性分別介於 .79 ~ .96，八個因素共
可解釋全量表總變異的 68.35%。信度分析上，愉悅、希望、自豪、生氣、焦慮、羞愧、無望、無
趣的 α係數依序為 .94、.94、.89、.92、.94、.84、.85、.93。
本研究以 970位教師進行此量表之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χ2(243, N = 970) = 

2109.00，p < .05；RMSEA = .093、GFI = .84、AGFI = .80、NFI = .91、NNFI = .90、CFI = .92、IFI 
= .92；量表所有測量指標的個別項目信度在 .36 ~ .88，平均為 .74；愉悅（例，工作時，我的心情
是愉悅的）、希望（例，我對我的工作充滿希望）、自豪（例，我為我的工作表現感到驕傲）、生
氣（例，工作時，我察覺到自己生氣的情緒）、焦慮（例，我帶著憂慮的心情在工作）、羞愧（例，
我對我的工作表現感到很丟臉）、無望（例，我發現自己帶著無望的心情在工作）、無趣（例，教
書時，我感覺工作很無聊）的組成信度依序是 .93、.86、.91、.75、.84、.91、.91、.94，平均變異抽
取量為 .81、.68、.77、.65、.64、.77、.78、.83。

4. 工作滿意度

本研究以研究者自編的「工作滿意度量表」（4題）來測量教師的工作滿意度。此量表是本研
究依工作滿意度定義與參考Yin（2015）、Ho與Au（2006）研究自編而成。此量表在項目分析上（N 
= 325），各題與刪除該題後分量表總分的相關係數介於 .63 ~ .85。因素分析上（以主軸法抽取因素、
最小斜交法進行斜交轉軸），可抽取一個因素，為工作滿意度（例，我滿意目前這份教書的工作）。
全量表題目在其所屬因素上轉軸後的組型負荷量絕對值介於 .65~ .94；共同性介於 .43 ~ .88；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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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可解釋全量表總變異量的 70.71%。信度分析上，工作滿意度的 α係數為 .89。
本研究以 970位教師進行此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χ2(2, N = 970) = 5.18，p > .05；

RMSEA = .040、GFI = 1.00、AGFI = .99、NFI = 1.00、NNFI = 1.00、CFI = 1.00、IFI = 1.00；量表所
有測量指標的個別項目信度在 .44 ~ .84，平均為 .69；工作滿意度的組成信度是 .90，平均變異抽取
量為 .69。

5. 工作倦怠

本研究以研究者自編的「工作倦怠量表」（9題）來測量教師的工作倦怠。此量表是本研究依
工作倦怠定義與參考 Boles等人（2000）的量表自編而成。此量表在項目分析上（N = 325），各題
與刪除該題後分量表總分的相關係數介於 .64 ~ .86。因素分析上（以主軸法抽取因素、最小斜交法
進行斜交轉軸），可抽取三個因素，為情緒耗竭（例，每天起床要面對一天的工作讓我覺得疲乏）、
去人性化（例，在工作中，我無人情味的與人互動）、個人成就感低落（反向題例，我能有效率
處理工作中遇到的難題）。全量表所有題目在其所屬因素上轉軸後的組型負荷量絕對值介於 .67 ~ 
.97；共同性介於 .48 ~ .87；三個因素可解釋全量表總變異量的 73.75%。信度分析上，情緒耗竭、
去人性化、個人成就感低落的 α係數分別為 .90、.91、.84。
本研究以 970位教師進行此量表之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χ2(24, N = 970) = 138.93，

p < .05；RMSEA = .069、GFI = .97、AGFI = .94、NFI = .98、NNFI = .97、CFI = .98、IFI = .98；量
表所有測量指標的個別項目信度在 .51 ~ .90，平均為 .74；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個人成就感低落的
組成信度依序是  .90、.93、.84，平均變異抽取量為 .75、.82、.64。

（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 SPSS for Windows 15.0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考驗。假設一（H1）上，本研究採集群分析
（集群分析是個人中心研究中組型分類常用的分析方法，能使同組型內研究對象的特質相似，不同
組型間研究對象的特質相異，在真實情境中探討出組型的數目與型態），先以階層集群（hierarchical 
cluster）之華德法（Ward’s method），採歐基里得距離平方法（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評估集
群數目，並參酌理論作整體考量，再進行 K平均集群（K-means cluster），以華德法所估的群數為
依據，將觀察資料分群（陳正昌等人，2011）。假設二（H2）上，本研究採區別分析（區別分析是
以連續變項預測名義變項之分析方法，可探討連續變項是否能有效區分不同的名義變項），先探討
教師組織認同、角色認同預測其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再分析區別函數的特徵與分類有效性（陳正昌
等人，2011）。假設三 ~六（H3~H6）上，本研究採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探討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
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之差異。

結果

（一）基本統計分析

表 2為變項平均數、標準差與變項間相關矩陣，其顯示所有變項間相關幾乎皆達顯著。整體而
言，組織認同、角色認同、深層展現、真情流露、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彼此正相關；表層展現、
負向情緒、工作倦怠彼此正相關；組織認同、角色認同、深層展現、真情流露、正向情緒、工作滿
意度與表層展現、負向情緒、工作倦怠彼此負相關。表層展現、深層展現、真情流露兩兩間相關程
度皆不高，支持本研究認為多表層展現、深層展現、真情流露可能同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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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變項平均數、標準差與變項間相關矩陣（N = 970）

變項 M S 1 2 3 4 5 6 7 8 9

1. 組織認同 4.51 0.78 1.00

2. 角色認同 5.03 0.64 .52 1.00

3. 表層展現 3.57 1.06 -.11  .06 1.00

4. 深層展現 4.41 0.74 .30  .40  .24 1.00

5. 真情流露 3.97 0.96 .37  .22 -.28  .20 1.00

6. 正向情緒 4.53 0.79 .58  .47 -.20  .34  .45 1.00

7. 負向情緒 2.41 0.65 -.35 -.35  .31 -.19 -.32 -.52 1.00

8. 工作滿意度 4.40 0.86 .58  .43 -.25  .21  .46  .66 -.45 1.00

9. 工作倦怠 3.10 0.56 -.22 -.18  .32 -.02 -.21 -.33 .55 -.35 1.00

r > | .07 | 時，*p < .05.

（二）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分析

階層集群在合併群組過程中，組內差異係數會愈來愈大，當某步驟增加幅度變大，可依此判斷
適當集群數（陳正昌等人，2011）。本研究將所蒐集情緒勞務策略之資料由五組併成四組時，組
內差異係數變化最大，且各組人數亦為接近，故本研究將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分成四組。本研究參
照Wang與 Hanges（2011）、Gabriel等人（2015），群組一（見表 3）的不適應性表層展現高、適
應性深層展現近平均值、適應性真情流露低，深層展現雖未低於平均，而是近平均值，然真情流露
（-1.14）低於平均超過 1個標準差，整體型態近似低質組，故命名為低質組；群組二的不適應性表
層展現、適應性深層展現與真情流露皆高，命名為高量組；群組三的不適應性表層展現、適應性深
層展現與真情流露皆低，命名為低量組；群組四的不適應性表層展現低、適應性深層展現與真情流
露高，命名為高質組。其次，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表層展現（F(3, 966) = 474.38, p < .05）、深層展
現（F(3, 966) = 236.07）、深層展現（F(3, 966) = 459.28, p < .05）達顯著差異（支持 H1）。

表 3
情緒勞務策略組型最後集群形心點（N = 970）

測量指標

群集

1. 低質 2. 高量 3. 低量 4. 高質

表層展現 .55 .54 -.72 -1.23

深層展現 .15 .29 -1.76 .26

真情流露 -1.14 .49 -.35 .75

人數 N = 970 267 370 116 217

註：測量指標皆為標準分數。

（三）組織、角色認同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之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區別函數一、二的Wilk’s Λ為 .87，p < .05，達顯著；區別函數二的Wilk’s Λ
為 .97，p < .05，達顯著，顯示組織、角色認同的區別函數一、二能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支持
H2），且函數一解釋變異量為 78.2%；函數二解釋變異量為 12.8%。表 4為組織、角色認同預測情
緒勞務策略組型之區別函數的加權係數與結構係數摘要表。本研究依 Sharma（1996）認為區別分析
中結構係數較加權係數穩定，以結構係數作為解釋結果的依據。函數一與組織認同（ .98）顯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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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函數二與角色認同（ .74）顯著正相關。
組織、角色認同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之區別函數上的形心方面，從表 5可知，函數一上，低

質組、高量組、低量組、高質組的平均數依序是 -.29、.19、-.65、.38，其中低量組、高質組差異最
大，即在函數一上此二組距離最大。函數二上，低質組、高量組、低量組、高質組的平均數依序是 
.24、-.00、-.35、-.10，其中低質組、低量組差異最大，即在函數二上此二組距離最大。從表 6可知，
預測變項正確被分配低質組、高量組、低量組、高質組的正確率依序為 39.0%、14.9%、46.6%、
53.0%，組織、角色認同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總正確率為 33.8%。依區別分析相關數據算出
Press Q為 40.19，達 .05顯著，表示用組織、角色認同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與隨機猜測結果有差異；
Z值為 6.34，達 .05顯著；τ值為 .12，表示用組織、角色認同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比隨機猜測可
減少 12%錯誤。Hair等人（1998）提出正確率應大於 1.25倍 Cpro值才算有意義。組織、角色認同
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總正確率（33.8%）大於 1.25倍 Cpro值（1.25 × .25 = 31.3%）。

表 4
組織、角色認同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之區別函數的加權係數與結構係數摘要表

函數一係數 函數二係數

變項 加權 結構 加權 結構

組織認同 .85 .98* -.78 -.22*

角色認同 .26 .68* 1.12 .74*

註：* 變項與函數係數相關顯著。

表 5 
組織、角色認同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之區別函數上的形心

組別 函數一 函數二

1. 低質目標 -.29 .24

2. 高量目標 .19 -.00

3. 低量目標 -.65 -.35

4. 高質目標 .38 -.10

表 6
組織、角色認同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之再分類交叉表

預測組別

實際組別 1. 低量目標 2. 高量目標 3. 高質目標 4. 低質目標

1. 低量目標 104.0% 36.0% 59.0%  68.0%

n = 267  39.0% 13.5% 22.1%  25.5%

2. 高量目標  82.0% 55.0% 67.0% 116.0%

n = 370  22.2% 14.9% 18.1%  44.9%

3. 高質目標  25.0% 10.0% 54.0%  27.0%

n = 116  21.6%  8.6% 46.6%  23.3%

4. 低質目標  38.0% 34.0% 30.0% 115.0%

n = 217  17.5% 15.7% 13.8%  53.0%

總正確率 33.8%；Press Q = 40.19；Z = 6.34；τ =  .12；Cpro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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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之差異 

表 7為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上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情緒勞務
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差異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顯示Wilk’s Λ為 .79，F(12, 
2548.15) = 19.85，p < .05，η2 = .08，表示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支持 H3）、工作倦怠（支
持 H4）、工作滿意度（支持 H5）達顯著差異，且以 Scheffe法做事後比較，在正向情緒、工作滿意
度上，高質組 > 高量組、低質組 = （無顯著差異）低量組、高質組 > 低質組、高質組 > 低量組、低
質組 < 高量組、高量組 > 低量組；在負向情緒、工作倦怠上的分析結果如表 8所示。從表 9可知，
整體而言，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的差異情形支持「質」的觀點。

表 7
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低質 高量 低量 高質

依變項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正向情緒 4.21 0.82 4.66 0.65 4.18 0.89 4.92 0.63

工作滿意度 3.95 0.87 4.56 0.70 4.14 1.06 4.82 0.64

負向情緒 2.65 0.63 2.41 0.64 2.56 0.71 2.06 0.49

工作倦怠 3.27 0.54 3.09 0.53 3.07 0.65 2.90 0.49

表 8
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上的差異

依變項 差異方向 差異 依變項 差異方向 差異

正向情緒 高質組 > 高量組 .26* 工作滿意度 高質組 > 高量組 .26*

低質組 = 低量組 .03* 低質組 = 低量組 -.19*

高質組 > 低質組 .71* 高質組 > 低質組 .86*

高質組 > 低量組 .74* 高質組 > 低量組 .68*

低質組 < 高量組 -.46* 低質組 < 高量組 -.60*

高量組 > 低量組 .48* 高量組 > 低量組 .42*

負向情緒 高質組 < 高量組 -.34* 工作倦怠 高質組 < 高量組 -.19*

低質組 = 低量組 .09* 低質組 > 低量組 .20*

高質組 < 低質組 -.58* 高質組 < 低質組 -.37*

高質組 < 低量組 -.50* 高質組 < 低量組 -.17*

低質組 > 高量組 .24* 低質組 > 高量組 .18 *

高量組 = 低量組 -.15* 高量組 = 低量組 .02*

註： “ > ”為大於；“ < ”為小於；“ = ”為無顯著差異。
*p < .01.

表 9
以質、量觀點比較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假設與研究結果對照表

假設 結果支持量觀點 結果支持質觀點

量的觀點 質的觀點
正向 
情緒

工作 
滿意度

負向

情緒

工作

倦怠

正向 
情緒

工作

滿意度

負向

情緒

工作

倦怠

高質組 >／ <高量組 高質組 >／ <高量組        

低質組 <／ >低量組 低質組 <／ >低量組  

（續下頁）



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研究 607

假設 結果支持量觀點 結果支持質觀點

量的觀點 質的觀點
正向 
情緒

工作 
滿意度

負向

情緒

工作

倦怠

正向 
情緒

工作

滿意度

負向

情緒

工作

倦怠

高質組 =／ =低質組 高質組 >／ <低質組    

高質組 <／ >低量組 高質組 >／ <低量組    

低質組 >／ <高量組 低質組 <／ >高量組    

高量組 <／ >低量組 高量組 =／ =低量組  

註： ／左邊為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的比較；／右邊為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負向情緒、工作倦怠
的比較；“ > ”為大於；“ < ”為小於；“ = ”為無顯著差異。

討論

（一）情緒勞務策略組型

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情緒勞務策略組型有高量、低量、高質、低質四組（符合 H1），高量組的
不適應性（表層展現）與適應性（真情流露、深層展現）情緒勞務策略皆高；低量組的不適應性（表
層展現）與適應性（真情流露、深層展現）情緒勞務策略皆低；高質組的不適應性（表層展現）情
緒勞務策略低、適應性（真情流露、深層展現）情緒勞務策略高；唯獨低質組的不適應性表層展現
高，適應性真情流露低，然深層展現未有預期的低（稍高出平均數）。此結果支持Wang與 Hanges
（2011）、Gabriel等人（2015）主張能以質、量觀點分類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且其分出來的高量、
低量、高質、低質四組類型亦與 Vansteenkiste等人（2009）、Mouratidis與Michou（2011）、張映
芬（2018）以質、量觀點分類組型情形類似。其次，在樣本 970名教師中，由多至少人數依序是高
量組（370人）、低質組（267人）、高質組（217人）、低量組（116人），高量組為四組中人數
最多，表示國內教師中使用情緒勞務策略組型量高的占很大比例，支持學者（Hochschild, 1983; Yin, 
2015）主張教師為情緒勞務的工作者。再者，若依上述質的觀點，高質組為最適應性，而此結果發
現國內教師高質組人數少於高量組，又似乎較低質組少，表示國內教師情緒勞務組型的適應性有進
步空間，此結果提供教育單位多重視教師情緒勞務之參考，教育單位可透過研發師資培育、教師成
長課程，引導教師在職場中如何進行情緒勞務，即如何使用情緒勞務策略。簡言之，此分析突破過
去情緒勞務研究多採變項中心僅能分析單一變項的限制，以個人中心分析國內教師在現實職場中使
用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情形。

（二）組織、角色認同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之情形

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組織、角色認同能預測其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符合 H2）。此結果支持社
會認定理論（Ashforth & Mael, 1989）、社會交換理論（Blau, 1964）、研究（Demir, 2015; Newman 
et al., 2016; Uzun, 2018），組織認同能預測工作行為；亦支持角色認同學者（許詩淇、黃囇莉，
2009；黃光國，2004；顏綵思、黃光國，2011）主張、研究（林少龍、邵詩茹，2009；侯勝宗等人，
2015；Brotheridge & Lee, 2002），角色認同能預測情緒勞務策略，並以西方、東方文化分別重視的
組織、角色認同，同時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其結果能擴展過去僅單一分析組織認同、或角色認
同的研究，同時融入東、西方元素，予以相關研究更豐富訊息。
其次，本研究結果顯示函數一與組織認同顯著正相關，能使低量組、高質組差異最大，且函數

一（組織認同）在低量組的形心分數為負（-.65），在高質組的形心分數為正（ .38），即高質組的
組織認同大於低量組的組織認同。函數二與角色認同顯著正相關，能使低質組、低量組差異最大，
且函數二（角色認同）在低質組的形心分數為正（ .24），在低量組的形心分數為負（-.35），即低
質組的角色認同大於低量組的角色認同。據此，國內低量組教師的組織、角色認同可能皆不高、偏

表 9
以質、量觀點比較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假設與研究結果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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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如此一來，因組織、角色認同低造成不願為工作付出情緒勞務，使得情緒勞務策略使用量低的
低量組教師，可能不如上述量的觀點，基於情緒勞務策略理論（Diefendorff et al., 2005; Hochschild, 
1983）、資源保存理論（Hobfoll, 1989），情緒勞務策略使用量越低，表示工作者耗費心力調整情
緒的量越小，導致內在資源逐漸喪失越少，越能適應工作，而可能因其組織、角色認同低產生工作
的不適應。
最後，除了高量組再分類結果正確率較低，其餘情緒勞務組型之再分類結果正確率以及總正確

率、Press Q、Z、τ、Crop值皆顯示本研究區別分析有可接受內在效度。高質、低質組再分類結果
正確率高於高量組，且高量組再分類結果正確率較低的原因可能是因組織、角色認同皆為適應性變
項，能降低不適應性表層展現，提升適應性真情流露、深層展現，以情緒勞務組型而言，預測高質
組（低表層展現／高深層展現／高真情流露）、低質組（高表層展現／低深層展現／低真情流露）
效果可能較大，對於適應性、不適應性情緒勞務策略皆高的高量組（高表層展現／高深層展現／高
真情流露）可能預測力較小，而造成高量組再分類結果正確率較低。此亦表示組織、角色認同未能
有效區別高量組與其他三組，其現象在組織、角色認同預測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之區別函數上的形心
結果可見端倪，函數一（組織認同）最能區分低量組、高質組；函數二（角色認同）最能區分低質組、
低量組，函數一（組織認同）、函數二（角色認同）未能使高量組與其他組差異最大，此亦意涵可
能還有區別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重要前置變項可納入研究。

（三）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之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符合 H3）、工作滿意度（符合 H4）、工作
倦怠（符合 H5）上達顯著差異，「高質與高量組」的比較中，在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上，高質組
>高量組；在負向情緒、工作倦怠上，高質組 <高量組，皆支持質、量觀點（二者觀點一致）。「低
質與低量組」的比較中，在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上，低質組 =低量組；在負向情緒上，低質組 =
低量組，皆不支持質、量觀點（二者觀點一致），僅在工作倦怠上，低質組 >低量組，支持質、量
觀點（二者觀點一致）。為何會有此結果，本研究作以下討論，前述及本研究低量組可能是因組織、
角色認同低造成，故不如上述量的觀點，低量組為適應性，而有工作不適應的產生，故在此處，在
適應性變項（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上，低量組不能大於低質組；在不適應性變項負向情緒上，
低量組不能小於低質組，而造成低量組的適應性程度似乎等同較不適應性低質組是可能的。再者，
雖在統計顯著性上，結果如前述，然在工作滿意度上，低質組的數值小於低量組的數值，支持質、
量觀點（二者觀點一致），僅差異未達顯著，在負向情緒上，低質組的數值大於低量組的數值，支
持質、量觀點（二者觀點一致），僅差異未達顯著。
「高質與低質組」的比較中，在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上，高質組 >低質組；在負向情緒、工

作倦怠上，高質組 <低質組，支持質的觀點。「高質與低量組」的比較中，在正向情緒、工作滿意
度上，高質組 >低量組；在負向情緒、工作倦怠上，高質組 <低量組，支持質的觀點。「低質與高
量組」的比較中，在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上，低質組 <高量組；在負向情緒、工作倦怠上，低質
組 >高量組，支持質的觀點。「高量與低量組」的比較中，在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上，高量組 >
低量組，不支持質（高量組 =低量組）、量（高量組 <低量組）觀點；在負向情緒、工作倦怠上，
高量組 =低量組，支持質的觀點。為何會有此結果，本研究作以下討論，同前述本研究低量組可能
是因組織、角色認同低造成，故不如上述量的觀點，低量組為適應性，高量組為不適應性，而在適
應性變項（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上，高量組不能小於低量組是可能的。其次，前述結果顯示高
量組的組織、角色認同皆大於低量組的組織、角色認同，而組織、角色認同皆是有益工作的適應性
工作動機，在此前提下，在適應性變項（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上，高量組大於低量組亦是可能的。
至於為何在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上，不支持質、量觀點；在負向情緒、工作倦怠上，支

持質的觀點，可能與適應性、不適應性依變項有關。因依學者（Soenens & Vansteenkiste, 2010; 
Vansteenkiste & Ryan, 2013）主張與研究（Collie et al., 2019; Jang et al., 2016），同方向變項關係強，
即適應性變項與適應性變項關係強，不適應性變項與不適應性變項關係強，適應性變項與不適應性
變項關係弱，甚至無關。而本研究的高量組的組織、角色認同皆大於低量組的組織、角色認同，依
「同方向變項關係強」，組織、角色認同對適應性變項（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較有預測力，使



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研究 609

得在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上，高量組 >低量組，而不支持質、量觀點；組織、角色認同對不適應
性變項（負向情緒、工作倦怠）較無預測力，使得在負向情緒、工作倦怠上，高量組 =低量組，而
支持質的觀點。也就是說，相較負向情緒、工作倦怠，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可能較受組織、角色
認同的影響，故較高的組織、角色認同使得高量組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 >低量組正向情緒、工作
滿意度；相較正向情緒、工作滿意度，負向情緒、工作倦怠可能較不受組織、角色認同的影響，故
儘管較高的組織、角色認同也不能使得高量組負向情緒、工作倦怠 <低量組負向情緒、工作倦怠，
即當組織、角色認同影響組型對負向情緒、工作倦怠效果變小時，則依組型中適應性、不適應性情
緒勞務策略的組成，而非組織、角色認同效果決定組型的適應性，此推論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
整體而言，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之差異情形是高質組最適應

性；低質組最不適應性；低量、高量組適應性介於高質、低質組之間，即較支持「質」的觀點（符
合 H6），也就是以質（重視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品質）較量（重視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量）之觀點能
解釋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上、工作倦怠的適應情形。此結果與 Vansteenkiste
等人（2009）、Mouratidis與 Michou（2011）、張映芬（2018）以質、量觀點比較組型的結果相似，
亦支持「質」的觀點，即以質（重視組型品質）較量（重視組型的量）之觀點能解釋組型的適應情形。
依此結果，職場的教師需留意自己使用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品質，更勝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量，增加
適應性真情流露、深層展現的同時，亦應減少不適應性表層展現，藉此提升工作正向情緒、工作滿
意度，並降低負向情緒、工作倦怠。其次，教育單位除充實教師學科知識，可透過研發師資培育、
教師成長課程，引導教師重視情緒勞務策略組型的品質，及如何使用高品質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以
適應工作。總言之，本研究首度採個人中心分析國內教師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及其與相關變項之關係，
學術研究上，不僅突破過去變項中心分析的限制，並依結果提供實務建議，以期為師資培育、教師
成長領域上有所貢獻。

（四）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本研究教師工作情緒量表是修改張映芬與程炳林（2017）學生知覺的「教師工作情緒量表」為
教師自評的量表，可能因學生知覺與教師自評的教師工作情緒測量方式不同，而造成其效度略不佳，
此為本研究限制，建議未來研究可再探討教師工作情緒量表的測量問題。第二，本研究採個中心探
討情緒勞務策略組型，在其領域中，仍為新萌發的研究方向，未來可有更多研究探討相關議題，予
以佐證以累積研究成果，並探討其與更多前置、效果變項之關係，且因本研究以質、量觀點探討組
型，分類、比較情緒勞務策略組型時，可能受到質、量觀點的侷限，未來研究可以不同觀點探討組
型，以回應教師工作性質與情緒勞務策略，提出獨到組型命名。第三，本研究發現組織、角色認同
預測情緒勞務組型之結果可接受，但仍有改善空間，可能還有其他預測變項可納入研究，未來研究
可從情緒勞務策略的相關變項中找出能更精確區別情緒勞務策略組型之前置變項。第四，情緒勞務
策略組型在工作情緒、工作滿意度、工作倦怠之差異結果發現，低量組與其他組的比較最不符合上
述的質、量觀點，本研究推測可能因低量組的組織、角色認同低所致，是否有其他原因，有待未來
研究再深入探討。最後，若依本研究的文獻，組織／角色認同能預測情緒勞務策略，情緒勞務策略
能預測工作情緒／滿意／倦怠，基於 Baron與 Kenny（1986）中介檢定條件，情緒勞務策略可能為
組織／角色認同與工作情緒／滿意／倦怠間的中介變項，建議未來研究能以結構方程模式（SEM）
建立模型，以檢驗其中情緒勞務策略的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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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and Theirs 
Relationship with Related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Quality/Quantity  

Ying-Fen Chang
Taichung Shang-An Elementary School

Division of Student Affairs

Most studies on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have adopted a variable-centered analysis rather than a person-oriented 
analysis. However, some scholars (Chang et al., 2018; Cossette & Hess, 2015; Hülsheger & Schewe, 2011) have contended that 
exploring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and their adaptability in real situations by using a person-oriented analysis, which 
can compensate for deficiencies of variable-centered analysis, has more ecological validity and practical value. Furthermore, 
some scholars (Chang, 2018; Vansteenkiste et al., 2009; Wang & Hanges, 2011) have demonstrated that rather than a variable-
oriented analysis emphasizing the quality or quantity of variables, a person-oriented analysis stresses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profiles by classifying and comparing profil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which can not only determine 
differences among profiles more meaningfully and systematically but also clarify the key reasons for differences in profiles more 
distinctly. Moreover, teachers perform emotional labor (Hochschild, 1983; Yin, 2015), and thus, understanding their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is crucial.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ed a person-oriented analysis to analyze teachers’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antecedent variables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role identification) and outcome variables (job emotions, job satisfaction, and job burnout).

In accordance with scholars who have used person-oriented analyses (Marsh et al., 2009; Vansteenkiste et al., 2009; Wang 
& Hanges, 2011), this study inferred that teachers’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different quality/
quantity profiles: high maladaptive (surface acting) and high adaptive (deep acting/expression of naturally felt emotions)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belong to the high-quantity group (high surface acting/high deep acting/high expression of naturally 
felt emotions); low maladaptive (surface acting) and low adaptive (deep acting/expression of naturally felt emotions)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belong to the low-quantity group (low surface acting/low deep acting/low expression of naturally felt emotions); 
low maladaptive (surface acting) and high adaptive (deep acting/expression of naturally felt emotions)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belong to the good-quality group (low surface acting/high deep acting/high expression of naturally felt emotions); and high 
maladaptive (surface acting) and low adaptive (deep acting/expression of naturally felt emotions)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belong to the poor-quality group (high surface acting/low deep acting/low expression of naturally felt emotion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s of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with organizational and role identification, on the basis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shforth & Mael, 1989) and past studies (Demir, 2015; Newman et al., 2016; Uzun, 2018), this study 
deduced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emphasized in Western society might predict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Grounded in domestic Taiwanese research (Hsu & Huang, 2009; Hwang, 2004; Yen & Hwang, 2011) and relevant studies 
(Brotheridge & Lee, 2002; Hou et al., 2015; Lin & Shao, 2009), this study inferred that the role identification stressed in 
Eastern culture also predicts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Accordingly, organizational and role identification might predict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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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on job emotions, job satisfaction, and job burnou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ntity, based on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theory 
(Hochschild, 1983; Diefendorff et al., 2005) and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Hobfoll, 1989),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are workers’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for following emotional expression rules at work; thus, the higher the quantity of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adopted, the more psychological effort is spent on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the more inner resources 
are lost, which leads to work maladaptation. Specifically, the higher the quantity of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adopted,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work maladaptation. Accordingly, the adaptive variables (positive emotions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good-quality group might be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 high-quantity group; those of the poor-quality group might be smaller than 
those of the low-quantity group; those of the good-quality group might be equal to those of the poor-quality group; those of the 
good-quality group might be smaller than those of the low-quantity group; those of the poor-quality group might be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 high-quantity group; and those of the good-quality group might be smaller than those of the low-quantity group.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on maladaptive variables (negative emotions and job burnout) produced results 
that were the direct opposite of the aforementioned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ty, grounded in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Hochschild, 1983; 
Diefendorff et al., 2005), surface acting is maladaptive (poor quality), and deep acting and expression of naturally felt emotions 
are adaptive (good quality); thus, adaptive deep acting and expression of naturally felt emotions increase the adaptation of 
the profiles, whereas surface acting reduces their adaptation. Accordingly, the adaptive variables (positive emotions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good-quality group might be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 high-quantity group; those of the poor-quality group 
might be smaller than those of the low-quantity group; those of the high-quantity group might be equal to those of the low-
quantity group; those of the good-quality group might be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 poor-quality group; those of the good-quality 
group might be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 low-quantity group; and those of the poor-quality group might be smaller than those of 
the high-quantity group.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on maladaptive variables (negative emotions and job 
burnout) produced results that were the direct opposite of the aforementioned results. This study explored whether the quality or 
quantity perspective better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in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on job emotions, job satisfaction, and job 
burnout.

In sum, this study adopted a person-oriented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quality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namely adaptive and maladaptive) and quantity (based on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theory and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to explore teachers’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role identification, job emotions, job satisfaction, and job burnout. The participants were 970 Taiwanese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347 men and 623 women). An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scale, teacher job identification scale, teacher job 
emotions scale, job satisfaction scale, and job burnout scale were adopted; cluster analyses, discriminant analyses, and analyses 
of variance were perform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a) cluster analyses of teachers’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revealed four profiles: a high-quantity group, a low-quantity group, a good-quality group, and a poor-quality group; (b)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role identification predicted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and (c) generally, the difference 
in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on job emotions, job satisfaction, and job burnout demonstrated that the good-quality group 
was the most adaptive, the poor-quality group was the most maladaptive, and the adaptation of the high- and low-quantity 
groups was between that of the good- and poor-quality groups.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ty; specifically, 
the emphasis of quality but not the quantity of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could better explain the difference in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on job emotions, job satisfaction, and job burnout.

The study first adopted a person-oriented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to explore teachers’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related factors, which not only addressed the limits of past studies 
that adopted variable-centered analyses but also provided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example,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rather than quantity of such profiles by upgrading their adaptive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and reducing maladaptive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simultaneously to promote positive emotions and job satisfaction as well as reduce negative emotions 
and job burnout. Furthermor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can guide teachers in using good-quality emotional labor strategy profiles 
to adapt to work by developing teacher train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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